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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

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

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

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

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

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

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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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stitution and Network: Three Explanatory
Paradigm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iang Bo Wang Haiying
Abstrac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ree explanatory paradigms on this topic have emerged from the
existing theories． They are the marketism paradigm represented by the neo-classic
industry theories; the institutionalism paradigm represented by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schoo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school in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networkism paradigm represented by the theories of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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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cial capital． These theoretical paradigms take market mechanism，

institution，policies in the industry，industrial networks，and social capital as the

core explanatory factor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ccordingly，in some sense，

these paradigms have a transparent inclination of “market-determinism”，

“institution-determinism”，and“network-determinism”，respectively．

Keywords: marketism，institutionalism，networkism，explanatory paradigm

作为一种经济与社会现象，经济产业的发展1及其变迁长期以来就是

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的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等社

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与核心领域。这些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视

角出发，对经济产业及其发展变迁进行了侧重点不同的研究，并形成了一

系列比较经典的理论争论，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成为世界各国在推动

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发展，实施特定产业发展政策时的重要理论依据

( Doron，1979; Neumann，1990; Lall，1995) 。
关于经济产业的发展及其变迁，从现有理论研究来看，主要形成了

三个重要的理论解释范式，即从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发展而来的市场

主义2解释范式、经济社会学中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

表的制度主义产业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与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

为代表的网络主义解释范式。在这三种理论解释范式下，特定产业的

发展分别被理解为在市场机制、政府及其制度建构、产业网络与社会资

本等核心因素的作用下实现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产业发展的特定模

式、产业变迁路径、产业选择与发展效果上的差异，都可以归结为这些

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1． 本文中的“产业发展”是在一个相对较为综合、宽泛的层面上使用的概念，因为产业发展实

际包含着多个方面、多个维度的内容，如产业内的企业经济行为、产业的市场结构、产业的规

制与竞争、产业政策的演变以及产业发展路径的演变，等等。
2． 关于市场主义与网络主义的界定，主要是为了论述的需要而与制度主义相对应的概念。

一、效率、竞争与市场结构: 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

以新古典产业经济学为代表的产业理论之所以是一种“市场主义”
的理论范式，主要是因为，这种范式下的理论解释以自由主义经济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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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如市场规律、自由市场、自由竞争、效率或利润最大化等为基

本要义，将产业的发展理解为在自由市场机制的引导与作用下，实现要

素与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结果。只要坚持产业发展的市场自由开放与完

全竞争，就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用的最大化或者说是最优绩效( Lall，2004;

斯蒂格勒，1989) 。按照亚当·斯密的经典论述，就是要充分运用市场这

个“无形之手”来实现对产业发展的引导( 转引自高国顺，2003) 。
市场主义产业理论把市场机制作为产业发展的动力来源。在特定

意义上，这种产业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产业市场的形成，产业

规模、产业竞争力的培育以及产业选择、产业政策等，都要建立在自由

竞争的市场规律基础上，遵循市场的导向原则，这样才能有效克服产业

发展的外部性，降低产业发展的交易成本，实现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均

衡。按照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函数，市场主义的产业理论把产业的形

成与发展看做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集合。在这种理论范式下，市场

能够实现诸如货币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

置( 肖兴志、张嫚，2007; 史忠良，2007 ) 。产业的发展与竞争力就是这

种投入—产出函数下的必然产物。例如，爱德华·丹尼森就曾提出经

济或产业增长主要决定于五大要素的投入，如: 劳动在数量上的增加和

质量上的提高、资本( 包括土地) 在数量上的增加、劳动力配置的改善、
规模的节约、知识的进展以及它在生产中的运用等 ( 王秋石，1997:

752) 。因此，产业的特定模式的形成及演变也就是在市场机制作用

下，( 金融) 资本、人力资本、产业技术等各种要素组合关系变化的结

果。因而，要促进特定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唯一可行

的途径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特定的产业环境条件下，合理

地组合与利用相关生产要素，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以获得产业发

展的最优绩效( 李桂华，2005; 郭京福，2004) 。
市场主义范式的产业研究在突出强调市场机制的决定性意义的理

论立场下，逐步形成了体现该理论范式特色的研究主题和重点领域，主

要包括: ( 1) 经济产业行为与市场; ( 2) 经济产业绩效与市场; ( 3) 产业结

构与市场; ( 4) 产业规制与市场; ( 5) 产业发展周期与演化等。这些研究

领域主要围绕着产业发展的绩效、竞争与组织结构等核心内容展开。
换句话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特定产业的发展本质上就是关于经济

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行为( 主要是指产业内、产业外各种企业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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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行为) 、产业竞争( 包括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特定产业内各个市场参

与者之间的竞争行为、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所实施的管制等) 、产业结构

及组织形式的演变等方面的具体互动与变迁( 徐传谌、谢地，2007; 周

耀东，2000; Winter et al． ，2003) 。

1． 经济产业行为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理解，宏观层面如产业的整合与分解、产业联

盟等，微观层面如产业内的经济主体( 一般包括投资商、供应商、生产商、中间商、企业等) 的

资金运作行为( 包括投资与筹资行为) 、产业的进入与退出、竞争行为等。

关于经济产业行为1 与市场，市场主义范式的理论首先预设产业

内的( 包括生产商、原料提供商、中间商等) 不同经济行动者，其行为决

策都建立在行动者的经济理性基础之上。对于产业内的经济互动、经
济行动环境，各个行动者都拥有充分的信息与完全的理性，在追逐利润

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目标指引下，它们展开互动，进行沟通与交易

( 柴盈、何自力，2006) 。市场上的价格信号、供求关系决定了产业内不

同行动者的经济行为，如投资行为、采购行为、交易行为等。每一个企

业或生产商、投资者都是根据市场的供需状况，理性地决定其经济行为

与经济决策( 王国成，2009; 王秋石，1997 ) 。在这种完全理性预设下，

经济行动者的个体理性行为能够带来( 集体的) 产业层面的均衡与效

用最优化。只要充分尊重自由市场的交易规则，就能够有效地避免产

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机会主义，克服经济行为的外部性问题( 盛洪，

1995; Henderson，1997) 。马克思在描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就

认为，只要是有巨大经济收益的行业或产业，在设定的风险条件下，企

业或个体的经济行动者都会冒险进入。所以，在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

下，产业内的经济行为都应该遵循市场规律，每个经济行动者的行为都

是追求利润与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而且在特定的产业或市场中，在特定

的时点，存在着各个经济行动、经济目标间的相对均衡，这种均衡是市

场作用的自然之物( 王仲君，2002) 。
关于产业绩效与市场，市场主义范式的理论解释除了行动者的经

济理性外，它还假设某个产业发展的绩效就是包括资本、技术、人力资

源在内的各种要素优化组合的结果。在市场规律的引导作用下，产业

发展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最优绩效。在这种解释范式下，产业的发展

一般被当作“投入—产出”函数的结果。同样，它还认为，( 任何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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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都包含着一个绩效最优的规模效应，即在产业的投入初

期，随着各种要素的投入，产业的利润率或报酬率会递增，边际成本会

递减，而当要素投入达到一定的比例，产品生产达到一定的规模，产业

的报酬率又会进入一个临界点，继续扩大的投入不会带来收益的无限

增加，边际收益开始递减。所以，每个产业的发展都有特定的规模值

( 曼昆，2001) 。至于在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境中，为什么有些产业会繁

荣起来，发展绩效良好，而有些产业则被淘汰，市场主义的解释认为，正

是一些非市场的因素，如政府干预等破坏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影响

了产业发展的自我调整和适应( 德姆塞茨，1999; 勒布，1999 ) ，并最终

阻碍了产业绩效的形成与扩展。所以，市场主义的产业理论强调应该

维护自由市场的运行，推动产业发展中市场机制功能的有效释放。
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与演变同样也是市场主义范式的产业理论所

关注的重要内容。在这种理论范式下，研究者将产业的发展与生物学

意义上的生命周期进行类比。在对具体产业的经验观察中，研究者指

出，产业的发展也存在着生命周期的问题，即一个产业的发展通常要经

历所谓的“开发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等主要阶段( 李靖华、郭耀

煌，2001) 。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会经历生命周期，但导致产业生

命周期的原因，主要还是技术进步、技术替代、需求进化、产业比较优势

的丧失等因素( 史忠良，2007) 。换句话说，基于市场机制的供需状况，

作为市场核心要素的生产要素( 如技术进步) 、要素禀赋等决定了产业

生命周期的变化。其中，关于技术与产业变迁的关系研究则是产业演

化理论的核心内容。以温特( Sidney G． Winter) 、多西( Giovanni Dosi)
和尼尔森( Richard R． Nelson) 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产业演化理论认

为，产业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发生的变动，或者说在特定的时点，产业为

什么呈现出特定的形态是产业演化理论要加以解释的问题。通过建构

出特定的产业演化分析模型，这些研究者发现，技术要素( 技术进步) 与

产业发展( 产业结构) 之间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存在着一种共同

演化的关系( Nelson，1995; Dosi ＆ Nelson，1994) 。同样，市场主义范式的

产业演化理论坚持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依照经济理性组合起来

的各经济行动者，通过其理性化的经济行动，能够实现产业演化的路径

优化，达到均衡的理性预期。这些整体产业层面的理性与均衡都是衍

生于个体行动者最优化理性动机的集合，也就是说，产业演化的动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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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个 个 体 理 性 动 机 的 结 合 ( Ericson ＆ Pakes，1995，转 引 自

Winter et al．，2003 ) 。
在产业竞争研究方面，市场主义范式的理论解释一方面重点分析

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产业战略、主导产业选择上的基本机制，即关于

产业竞争优势的分析; 另一方面突出强调了作为市场机制的自由竞争

在解释产业发展上的决定性意义，并结合产业结构或产业构成、产业政

策等，集中阐述了竞争与垄断间关系及其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关于产业竞争优势的分析研究，在市场主义的理论范式下，一个产

业在特定产业生态网络中能够占据竞争优势，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

有优势的主导性产业时，都必须对该产业在发展及演变过程中所具有

的独特优势展开分析。大卫·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的理

论基础上提出的产业分工理论认为，各个国家或地区在生产条件、产品

生产成本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它在某个产业上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
按照最优化的国际分工原则，每个国家都应该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

产业( 李嘉图，1962，转引自林毅夫、李永军，2003) 。在此基础上，20 世

纪初，瑞典经济学家奥林( Bertil Ohlin) 和赫克谢尔( E． Hechscher) 则

提出国家之间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是产生比较优势的原因; 而美国经

济学家雷蒙德·弗农( Raymand Vernon) 则进一步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

理论，他认为，生产要素及其动态的变化才是产生比较优势的根本原因

( 贾若祥、刘毅，2003) 。可见，产业比较优势的获得，都是建立在资本、
劳动力成本、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和技术条件等市场要素的差别基础之

上的。这些要素在自由市场机制下的流动与配置则是实现产业比较优

势的前提条件。
从现有的产业经济学研究来看，关于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研究

是市场主义解释范式最为重要的内容。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自由竞争机

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因素，它通常还与产业的市场垄断、产业规制、
产业结构等方面紧密联结。在市场主义范式的产业理论中，关于这些

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主要体现在经典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中。根

据沃德曼与简森的概括，产业组织理论主要关注产业内的组织目标、产
业集中度、产业内的进入与退出、寡头垄断、产业规制等( Waldman ＆
Jensen，2007) 。

产业组织理论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而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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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其后斯拉法( P． Sraffa) 、
张伯伦与琼·罗宾逊( J． Robinson) 的垄断竞争理论以及克拉克( J． M．
Clark) 的有效竞争理论等都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 卫志民，2002) 。产业组织理论以特定产业内部的市场结

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及其内在联系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产业组织

活动的内在规律( 牛晓帆，2004 ) 。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是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哈佛大学为中心，以梅森( Mason) 和贝恩( Bain) 等人为主要

代表。这就是理论界著名的哈佛学派。他们所建立的理论被称之为

“SCP”范式( 卫志民，2002) 。SCP 范式的基本分析框架是: 市场结构—
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公共政策。其核心是产业的“集中度—利润

率”假说。该理论认为，集中的市场结构必然导致削弱竞争的市场行

为，从而产生超额利润，破坏资源的配置效率。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

论将产业内企业间的竞争与垄断关系作为分析对象，提出市场结构与

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市场结构决定产业内的企

业行为，而企业行为又决定着市场运行的绩效。在公共政策上，它们积

极主张政府采取企业分割、禁止兼并等直接作用于市场结构的公共政

策，以恢复和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所以，这种产业组织理论又被

称为结构主义学派( 程玉春、夏志强，2003) 。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哈佛大学的 SCP 分析范式开始成为经济学

界批评的对象，其中最有影响的批判者以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

如施蒂格勒、德姆塞茨和波斯纳( R． Posner) 为主要代表。在对 SCP 范

式进行理论批判的过程中，芝加哥学派得以诞生( 周耀东，2002 ) 。与

SCP 范式强调从结构到行为再到绩效的单向因果机制不同，芝加哥学

派提出，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应该是双向因果关系。在威廉·鲍莫尔

看来，这 种 双 向 因 果 论 是 对 传 统 的 SCP 范 式 的“反 抗”( uprising )

( Baumol，1982) 。这一学派的学者认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绩效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企业效率形成不同的市场结构，正是由于一

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取得更高的生产效率，所以它们才能

获得高额利润，并进而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形成

以大企业和高集中度为特征的市场结构; 高集中度市场中的大企业必

然具有高效率，而产生这种高效率的原因主要在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

性、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更好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企业组织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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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 夏大慰，1999 ) 。在产业规制上，芝加哥学派同样坚持市场主

义的自由放任原则，并认为只要市场绩效良好，即使市场是垄断或寡占

的，政府也没有必要进行干预。政府干预有可能不会取得预期效果，相

反还不利于市场绩效的提高。芝加哥学派号召政府应该放松规制，减

少市场干预，以有利于市场的自由竞争，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资源的合

理配置，进而提高产业生产的效率( 徐传谌、谢地，2007: 155) 。
此后，产业组织理论还涌现出了新奥地利学派、可竞争市场理论、

博弈论、交易费用与产权理论、合同理论等新的产业组织理论，推动了

产业组织理论的继续发展( 周耀东，2002; 肖兴志、张嫚，2007 ) 。尽管

新产业组织理论在具体的观点、研究方法上与经典的产业组织理论有

所不同，但它们都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强调自由市场机制

对产业发展的根本性作用。

二、国家、制度与产业政策: 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

作为对新古典经济学以及自由主义治理传统的“反动”，新经济社

会学中以历史制度主义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解释范式也

充分显示了对于产业发展的独特解释力。
与市场主义解释范式不同，制度主义解释范式更加突出政府、国家

制度建构、特定的产业政策等非市场要素或非市场机制对于产业发展的

决定性意义。其中，政府产业政策的解释范式充分突出了政府作为市场

主体在一国特定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换句话说，具有充分理性的

政府通过特定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建构，选择和主导了产业发展的范式与

演进方向，影响了某一产业的市场效率。政府归根到底是决定产业发展

的根本力量。政府通过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 包括产业鼓励政策、产业

税收政策、产业投资政策、技术专利保护政策、关税政策等) 来培育产业

迅速发展的环境，引导产业朝向政府产业政策设定的目标发展演进。同

时，政府还可以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利用非市场的产业治理机制提升产

业优势，促进产业升级与转换( 高柏，2008a; 佩罗，2002，转引自道宾，

2008b; 道宾，2008a; Campell，1998; Kenneth ＆ Dedrick，2001) 。
制度主义范式的理论认为，政府是一国或地区产业发展的主导力

量。政府通过积极干预市场运行，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政

府的产业引导、干预行为同样能够实现较好的产业绩效。在制度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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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国家或政府是一个具有相当理性与认知能力的自由行动者( 高柏，

2008b) 。所以，在一国的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一般的观点，政府在产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其积极角色的扮演大

致有: 提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保障健康与有序的市场秩序，保证公平

竞争的市场条件，制定与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与制度，推动产业的竞争

力提升与产业升级，实施积极的产业治理等( 胡乐明，2001) 。
制度主义范式的产业理论把国家的角色放在关键位置，并认为国

家建设与市场建设是一个互动的、不可分割的过程。高柏曾比较具体

地概括了制度主义范式下，尤其是组织制度学派视角下的政府功能与

角色。他指出，技术进步和竞争使得市场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企业面

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维持它在市场中与竞争对象、供应商以及雇员之

间的稳定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体系与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

每当产业与市场受到外部条件的干扰，处在波动期的时候，交易的各方

最终都会将企业推向国家。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需要通过国家制

定产权结构、治理结构、交换规则和控制理念来实现。对于国家本质的

理解，制度主义，尤其是组织制度学派把国家看成是由一系列政策领域

构成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代表不同利益的群体相互互动。所以在

这个层面上，市场建设离不开国家建设。国家在创造市场稳定性时，允

许企业使用各种治理机制去处理竞争和冲突，或者直接干预市场行为

以达到稳定的目的。借用坎贝尔和林德伯格的观点，对于历史制度主

义而言，国家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影响治理机制的选择来构架经济。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与产业治理模式直接受经济行动主体的策略

行为与权力分配的影响。无论是国家的行动，还是国家制度的形式，都

可以制约经济行动主体的策略行为与权力。国家既可以影响经济行动

主体选择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来治理经济与产业，也可以影响双边和

多变的交换形式; 既可以影响经济活动中资源和信息的生产与配置，又

可以通过操纵产权来约束经济行动主体的行为( 高柏，2008b) 。
换句话说，在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下，政府具有强大的产业与经济

治理功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这成为世界各国采用的主要经

济治理方式( Tuan ＆ Ng，1995; Lall，1995; Jones，1999) 。在具体的产业

治理上，制度主义认为，政府的制度建构、产业制度环境建设、产业政策

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政府的制度建构是一个非常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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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它包括直接的产业与经济制度的建构，如产权制度、税收制度、
财政制度、补贴制度等，也包括间接的产业发展环境的制度建构，如劳动

用工制度、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等。同样，政府所实施的特定产业政策

也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一般而言，为了提升和保障本国、本地区某一

产业的主导竞争优势，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会利用诸如市场准入、许可

证制度、贸易补贴、税收减免等直接干预和影响产业的发展，为产业发展

提供强大的制度性动力。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政府通过制度建构、制
定和实施干预性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取得了良好效果。

肯尼斯·克雷默与杰森·德雷克在关于中国计算机产业的研究中

指出，中国计算机产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飞速发展，根本性原因在于

中国政府的产业与科技政策。中国的计算机产业政策在 80 年代早期

发生重大转变，从以获得自主科技的孤立主义的发展路径转向了现实

主义的路径———以市场换技术，借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计算机产

业。从 80 年代中期起，政府就关注推动 PC 机、计算机外围设备与软

件的生产，主要政策措施是允许外资公司进入中国的计算机市场，也鼓

励本土 PC 机厂商的发展。此外，中国还在一系列项目上进行了大规模

的投资，旨在建立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推动计算机的应用( Kraemer ＆
Dedrick，2001) 。这些都为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

环境与政策条件。同样，约翰·亨弗里关于全球化条件下巴西与印度

汽车产业发展的研究也充分突出了政府及其产业政策的根本性作用。
研究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与全球性汽车生产商

的大规模投资，包括巴西、印度在内的新兴市场的汽车产业实现了巨大

转型，而这种投资所产生的效应在根本上就是受到了政府产业政策的

影响( Humphrey，2003) 。
关于政府的产业政策，曼弗雷德·纽曼比较了两种不同的关于产

业政策的理论观点，即建构主义的产业理论与自然演化的产业理论。
他充分赞同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产业政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政府有

义务促进社会经济福利的增长。因此，政府应该设计出一条促进产业

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路径，建立起提升经济福利的产业结构。他强调指

出，关于产业竞争的产业政策就是其中一种方式。鼓励和保护竞争的

产业政策是一种能够使得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手段，因为规模经济与

范围经济、外部经济、额外风险等都会妨碍如市场均衡的最优方案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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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的干预来进行纠正。在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中，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它能够为企业与消费者的个体经济行

为提供一个规则与支持的框架; 它需要提供包括各种有形与无形资本

在内的基础结构，例如道路、桥梁等; 它要支持教育的发展、研究活动的

进行; 它还要促进外部经济、法律规则、一个稳定的货币系统以及社会

政策等，来提升应对各种变化的能力。其次，市场不可能完美，特别是

当自然垄断出现或者外部性形成时，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行为以及设定

一套规则等来替代私人经济行动，当然前提是政府机构及其代理者的

行动能够产生出比市场机制更好的效果( Neumann，1990) 。
如何认识和理解国家、制度与产业政策对于特定产业发展的影响，

制度主义范式的产业理论重视文化观念、意义系统、社会认知等主观性

因素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制度与产业政策的良性实施，取决于社会

大众、政府、企业等不同的经济行动主体对于政府产业政策背后理念的

认知。根据约翰·坎贝尔的观点，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基础性规范结构

( underlying normative structures) 限制了政策观念的作用，而组织制度

学派则认为这种限制性因素主要是基础性认知( underlying cognitive) ，

因而组织制度学派通过认知框架来阐释观念是如何影响政策制定与国

家建构的( Campell，1998) 。弗兰克·道宾( Frank Dobbin) 也认为，以国

家政治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观念决定了产业政策对于产业发展的影

响。关于文化，他认为主要包括共享的关于现实的概念、制度化的意义

系统以及集体认识等，正是这些文化因素指导了一国或一地区特定产

业政策的制定。他同时也强调，认知结构在一定意义上是被理性化了

的，政策制定者会想当然地将之视为现实的一部分。以 19 世纪铁路时

代的铁路产业政策为例，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历史上形成的关于制

度、政治的认知结构决定了它们在铁路产业政策上的差异。法国政治文

化中强调集权化的国家制度以及国家统治权的传统是这种政策秩序的

关键因素，其结果是，法国巴黎的政治精英在规划铁路发展的时候使用

了强力手腕，以确保自利的铁路公司不会过分偏离公共利益。相反，在

美国，政策制定者将市场、地方自我管理与社区管治等当作政治秩序的来

源，因此，美国铁路政策的制定权都放置在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并且通过

州际商务委员会(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来推动市场机制作用的

发挥。在英国，个体的政治自治是政治秩序的基本因素，而由政府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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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私人行动者占据支配地位则是政治秩序的破坏力量，所以，英国的政

策与法国不同，铁路规划完全交给私人投资商( 道宾，2008a: 20-21) 。
可见，在制度主义范式的理论解释下，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所起到

的作用还要取决于一国或地区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所认同的意义系统。
例如，高柏曾深刻地分析了日本历史上的经济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如

何影响了长期以来日本经济与产业尤其是二战后的飞速发展。他指

出，由于受到德国历史学派思想以及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等西方经

济理论传统的影响，日本 20 世纪 30—60 年代三个连续的产业政策范

式都强烈地体现出发展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他看来，日本的

发展主义经济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其产业政策中管制经济、优先鼓励

生产、促进出口与高增长等方面。这种发展主义的产业政策具有几个

明显的特征: 第一，政府以产业政策来保护幼稚产业与国内市场，不鼓

励外资进入，同时积极发展本国的战略产业; 第二，在产业层面上以产

业行会、卡特尔和企业集团等非市场治理机制来协调经济主体的生产

过程，避免过度竞争; 第三，努力建立内生的创新体系，进行独立自主的

研发并创立自主品牌，以迅速的产业升级和高附加值产品为基础进行出

口扩张和经济增长; 第四，在培养国家竞争力时，政府不是指定特定的企

业去一味扶植，而是通过寡占竞争的机制来选择; 第五，重视经济发展和

政治稳定的平衡; 第六，在企业治理的层面重视协调而轻监控; 第七，以

牺牲经济结构升级为代价追求政治稳定。正是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发展

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决定了日本后来的特定产业政策模式，并进而决定

了日本产业与经济的发展成果( 高柏，2008a; 2006) 。
制度主义范式对于意义系统、认知与意识形态的强调，在一定程度

上也表明，产业或市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
在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下，产业的发展与市场的形成会受到政府制度

建构以及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制度场域的影响。例如，布迪厄就把

产业或市场当成一种场域，这种场域里包含着各种关系，如国家、企业

等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布迪厄，2000，转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

94) 。弗雷格斯坦也把产业或市场当作一个( 政治的) 场域。在他的市

场制度创建的政治学中，弗雷格斯坦似乎暗示，产业的发展或市场的建

构本身就受制于由“各类支配群体”、产权、治理结构、交易规则、国家 /
市场干预的主导模式等要素构成的更大的政治场域或制度场域。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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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企业内主导的合法性控制观问题上，弗雷格斯坦认为，在新市场的发

展初期，规模最大的那些企业最有可能通过创立控制观和政治联盟来

控制竞争。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在于国家制度。国家可以通过有意

和无意的行动，阻止企业创立稳定的控制观。所有控制观的建立都是围

绕着对当前合法的和非法的市场行为的认识而展开的。更为经常的是，

国家对经济行为的管制会改变产业市场的权力平衡，使得市场从一种控

制观转向另一种控制观( 弗雷格斯坦，2008: 73) 。这充分表明，关于交

易、政治合法性等各方面的社会建构、观念认知、制度建构等都会深刻影

响到特定产业或市场的发展过程。
与市场主义范式强调市场机制的核心功能相对，制度主义范式的

产业理论更注重非市场治理机制的意义。根据高柏( 2008a) 的分析，

产业治理中的非市场治理机制是一种不同于市场机制的经济治理结构

或治理手段。他举例指出，在德国的工业化过程中，非市场的治理机制

就是一种曾经占统治地位的治理结构，如建立全国性的卡特尔企业联

盟组织、工会参与企业的管理、银行与企业建立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
高度组织化的市民社会等。

坎贝尔等人则建构了一个关于产业治理机制的理想类型。他们认

为，根据市场中组织的正式整合程度、合作的范围两个维度进行划分，

产业治理的可动用机制除了市场机制外，还存在着责任网络、等级制、
监控制、提升性网络、行会等五类非市场的治理机制。这些非市场的治

理机制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关系，至少( 政府) 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产业内的经济行动者获得了对于交易原则的认同。例如，商业行

会能够获取成员的支持与合作，主要依赖于国家干预的威胁和权威认

同，同时还能从政府部门获取一些其他的资源( 坎贝尔等，2009: 11) 。
苏珊·赫尔普尔与珍妮特·科尔则以日本、美国汽车元件产业为

例，考察了 20 世纪 50—80 年代，在汽车元件的生产—供应链条上关系

结构的变化。日本的汽车生产企业，生产商与供应商之间通过建立一

种合作机制，使得各种知识与信息能够有效传递，从而不断增强供应商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这种新的非市场的合作机制得到了日本政府部

门的支持与引导，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汽车产业的成功( Helper ＆ Kiehl，
2004) 。

在特定意义上，政府与非市场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人们理

·201·

社会·2010·6



解现实情境中制度主义色彩的产业治理。在西方协调市场经济中，政

府一方面支持非市场治理机制，鼓励私人企业的自律性，并为这种自律

提供一定的自治空间，政府也经常把这些非市场治理机制作为实施公

共产业政策的工具。对于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言，非市场治理机制

是政府进行直接管制的一个替代。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须监督非市场

治理机 制，以 便 确 保 非 市 场 治 理 机 制 不 会 侵 犯 公 共 利 益 ( 高 柏，

2008b) 。这 也 是 国 家 干 预 型 产 业 政 策 与 治 理 受 到 质 疑 之 所 在

( Demsetz，1971; Boltho，1985) 。

三、网络、社会资本与嵌入性: 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

以网络、社会资本与嵌入性等作为核心概念来解释特定产业发展

的网络主义范式代表了一种新近兴起的产业研究范式。在这种解释范

式下，企业间建构起来的关系网络、企业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以及企业对

特定关系网络的嵌入等是影响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网络主义的解

释范式下，特别是在所谓的嵌入性理论视角下，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被

理解为嵌入到特定的社会文化与制度结构中。网络主义范式认为，在

市场机制与制度机制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作用机制，即网络机制对于

特定产业发展所具有的独特解释力。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

是在格拉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提出之后大量进行的关于企业社会

网络与产业 ( 集群) 的研究 ( Granovetter，1985; Pearson ＆ Richardson，

2001; Uzzi ＆ Gillespie，1999) 。
从具体的研究策略上看，网络主义范式的产业理论主要从两个切

入点来考察网络、社会资本与嵌入性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 1) 对产业内

企业间形成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嵌入性等具有的( 结构) 属性进行

分析，进而探讨其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 Burt，1992; Windolf ＆ Beyer，
1996; Uzzi，1999) ; ( 2) 在网络、社会资本、嵌入性等与产业之间建立起

直接的分析性联系，具体探讨这些要素对于产业发展产生影响的原因、
机制 等 ( Koenig ＆ Gogel，1981; Lincoln et al．，1996; Podolny ＆ Page，

1998) 。
由于网络、社会资本、嵌入性等概念在具体的应用情景与分析层次

上并不完全一致，所以这种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在对产业发展进行解释

时就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混合状态( Borgatti ＆ Foster，2003) 。从变量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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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来看，网络主义范式的产业理论主要包括: ( 企业) 网络与产业发展、社
会资本与产业发展、嵌入性与产业发展1等三个方面的研究主题。

关于网络与产业发展，网络主义范式的产业理论认为，基于生产供

应关系、生产协作网络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形成的企业间网络结构对

于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从根本上决定了特定产业及企业的发展

成败、运行模式以及网络中资源的摄取等 ( 吉国秀、王伟光，2006;

Lechner ＆ Dowling，1999) 。

1． 这种三分法是基于不同研究者( 特别是在英文文献中) 在具体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与内涵

的差异，但并不否认网络、社会资本与嵌入性之间具有的相似性与一致性。诚如乌兹( Uzzi，
1996) 所言，研究者在探讨嵌入性对于经济行动、产业发展的作用时，总是表现得比较模糊，

更多的研究都很难勾勒清楚嵌入性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

从网络与产业方面展开的代表性研究有很多，例如皮尔森与理查

德森( Pearson ＆ Richardson，2001) 以 1776—1824 年间利兹、利物浦、曼
彻斯特以及英格兰西部的四个火灾保险投资商群为例，分析了这些投

资商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关系网络对其产业投资行为( 如投资的取向，

即和谁进行商业往来) 的影响。作者指出，网络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由社会文化、政治影响、市场机制等综合而成。网络成

员共享的道德态度、价值系统与正式规则及制度一样，能够降低商业交

易的风险与成本。没有经济行动者仅仅依赖制度性安排或一般性道德

来防止机会主义的风险、搭便车行为与欺诈。相反，他们更倾向于与有

良好声誉的行动者进行交易。由资本与信用网络而建立起来的联系，提

升了交易网络中的信任，降低了信息成本，并进一步反过来导致了信用

网络的扩展、资本的扩大和传播。非经济形式的联系如亲属关系、社会

关系、宗教、政治与文化联系等提升了经济联系的网络。
温道夫和贝耶尔( Windolf ＆ Beyer，1996) 的研究首先比较了英国和

德国 1100 多家大型公司在资本网络与连锁董事会网络上存在的差异。
研究发现，英德两国的公司在网络结构上存在如下差异: 德国公司的所

有权高度集中( 一般由非金融行业持有股份) ，并且其连锁董事会网络与

资本网络相关度高，而英国企业的产权集中度则较低( 由金融行业持有，

最高持股比例不超过 5% ) 。作者进而分析了这种不同的连锁董事会组

织网络对于产业内企业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公司网络是一

种介于市场与等级制之间的组织形式，它兼具市场与官僚体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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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有权与连锁董事会形式结成的公司网络可以被看成一个集体行动

者，其组织结构的形式决定了网络内企业间的竞争、合作与控制关系格

局。作者区分了两类不同结构的网络对于产业内公司决策的影响: 在公

司网络中，如果每个企业相互持股的比例均等，那么这种公司网络可以

称为“均等结构”( egalitarian structure) ，没有单一的企业成员能够控制其

他企业，其决策的达成基本上是通过一致同意的方式来实现; 另一种网

络结构则是所谓的中心网络( star network) 结构。在这种网络中，有一个

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周围是一些卫星企业。这种结构的企业网络具有一

种等级结构的特征，其决策更多地是由占据中心位置的企业做出。
诺瑞与加西亚-彭特( Nohria ＆ Garcia-Pont，1991 ) 试图提出一个新

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全球产业中战略联盟网络的结构及其意义。他们将

这种全球性的战略联盟网络结构分为两类: 战略群( strategic groups) 结

构和战略组( strategic blocks) 结构。战略群结构是由那些具有相似战

略能力的公司构成，而战略组结构是由那些具有相似战略联系的公司

组成。他们以 1980—1990 年间全球汽车产业为例指出，产业的全球化

破坏了产业内原有的结构与竞争均衡，它给产业内的企业带来了两个

主要挑战: ( 1) 企业必须做出判断，其现有的战略能力能否使其竞争位

置得以维续; ( 2) 企业面临着如何控制竞争不确定性的问题。企业对

于竞争对手的战略反应是不确定的，新的竞争对手使得企业需要面对

不同的战略互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间战略联盟的建立能够使

得公司间通过建立协商性环境的方式来控制竞争中的不确定性。
与其他研究强调产业网络结构所具有的资源提供属性不同，伯特

( Burt，1992) 在其“结构洞”( structural holes) 理论中指出，在产业网络

中，那些占据着“结构洞”位置的企业或个体更具有相对的优势。通过

与不同的产业网络间建立起“连接桥”( bridge) 的关系，或者说扮演中

间人的角色，这些处在“结构洞”位置上的个体或企业就能够利用与多

个网络的关联来获得对他人的信息与控制优势。
关于社会资本与产业发展，网络主义范式的产业理论重点分析了

产业内企业社会资本的属性、质量、数量等特征及其对产业发展的差别

性意义。这一系列的研究总体上认为，社会资本的数量、质量直接影响

了产业内企业在资源获取、信息传递以及降低企业运行成本等方面的

能力。产业内企业应该尽可能地获取到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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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借以增强其竞争优势( 惠宁，2006; 李胜兰，2008; Batjargal，2003) 。
经典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

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

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

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

用的信任状( 张文宏，2003) 。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获取资源的方式对于特定产业的发展，特别是

产业内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社会资本为产业内的企

业提供了能够获取经济资源、信息资源、物质资源等各种有用资源的可

能性与行动能力。以国内的相关研究为例，有研究者实证性地分析了

社会资本对于企业筹资能力的影响。该研究指出，企业的筹资能力与

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的存在、联系的强弱以及网络构造等直接相关。社

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直接决定了企业从外界获取信息、资源和公共支持

的通道，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相互作用使企业能够有效地获得生产要素

和低成本的资金，更容易找到各类供应商和代理商，从而建立起良好的

商业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越强，企业就越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资源，对

资源的可摄取性( accessibility) 也越好( 范晓屏，2007) 。
有关学者还讨论了信息传递、交易成本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

惠宁( 2006) 认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地整合产业内企业间的交易互动

行为，降低产业运行的交易成本，进而提升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率。他分

析了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间的互动关系并指出，作为社会资本特定形

式的企业网络是一种与市场、企业科层制不同的组织类型，是介于企业

和市场之间的一种规制结构，它包括了从特许经营到战略联盟等多种

制度安排形式。产业集群是企业网络组织的一种形式，它建立在相互

认同、互惠与信任的社会资本基础之上。在产业集群内部，上下游厂家

以及相关服务机构的聚集有利于形成较为稳定的供应关系，从而减少

每次成交的交易费用。集群特有的社会资本优势，即平等的市场地位，

相当程度上保证了交易双方互惠互利经济目的的实现。开放的信息交

流环境可以有效地减少交易前后的签约、监督和再谈判等道德风险、机
会主义及其交易成本。这些社会资本因素减少了集群内企业合作中的

协调与摩擦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失败的风险，从而推动

了产业内的专业化分工和企业间的合作。

·601·

社会·2010·6



朱华晟( 2004) 在关于产业集群发展动力的研究中也表达了类似的

观点。他指出，表现为社会网络形式的社会资本是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

三大核心因素之一。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构成了浙江农村地区

基本的社会网络，尤其是家族关系成为社会网络的核心。亲缘关系的存

在，有助于企业在创业初期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家族( 庭) 工厂中，家族

成员有相同或相近的亲缘关系，接受相同的家族文化熏陶，有着相同的

家族价值观念和利益目标的追求，彼此之间存在天然的信任关系，明白

企业的命运与家族的前途休戚相关。这种文化特征决定了家族式企业

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团结一致，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抗震力和凝聚力。
社会资本对于产业发展的意义还表现在它为产业内的企业或交易

互动双方提供诸如规则、习惯、地方文化等共识性的知识。何雄浪、李国

平( 2006) 分析了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的关系，指出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

的存在有利于隐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 的传递。这种隐性知识依赖于

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环境，它没有标准化、公开化的形式，也不可能通过市

场调查取得。因此，学习和创新是一个互动和非常规的过程，需要互动

双方大量面对面的信息沟通与交流，而这正是建立在人际间相互信任

的网络基础之上的。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企业拥有的社

会资本能够部分地抵销纯粹市场关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未来的不确

定性，减少了风险，增强了产业集群的集聚性效应。
关于嵌入性与产业发展，经济社会学中嵌入性的理论通常认为，人

类社会的经济行为总是嵌入到一定的社会文化与制度结构之中的，人

类的经济行为会受到其所在的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影响。嵌入性

概念最初来自于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关于前现代社会经济行

为特征的论述( 余晓敏，2006 ) 。后来，格拉诺维特( Granovetter，1985 )

深入探讨了在现代工业社会，经济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嵌入宏观社会关

系结构中的问题。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解释是一种

“低度社会化”( undersocialized) 或原子化行动者( atomized-actor) 的解

释。一些改革派的经济学家试图找回社会结构的影响，这种过分强调

社会结构的分析又是一种“过度社会化”( oversocialized) 的解释。格拉

诺维特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而核心的

社会结构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网络，信任则是嵌入网络的主

要机制。其后，他又进一步将嵌入性分为“关系性嵌入”( rel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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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ness) 和“结构性嵌入”(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关系性嵌

入是指个体行动者的经济行动是嵌入于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

络中的，其个人关系网络中的因素会对其经济决策和行动产生重要影

响; 结构性嵌入则认为行动者所处的网络优势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

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正是这两种嵌入性使经济行动

者之间产 生 了 信 任 和 互 动，保 证 了 交 易 的 顺 利 进 行 ( Granovetter ＆
Swedberg，1992) 。

后来，更多的学者将嵌入性理论运用于产业发展的解释，其中最具

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乌兹等人的产业研究。通过对纽约地区服装公司

的调查，乌兹( Uzzi，1996) 分析了嵌入性的来源与后果，尤其是对产业

内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他认为，嵌入性是一种交换制度，它能够提供

与市场相关的独特机会。那些嵌入到网络中的公司比那些只具有一般

市场关系的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存活机会。然而，他也指出，尽管嵌

入性概念对于理解标准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失败有

用，但它不能解释社会关系是如何具体影响到经济后果的。已有研究

中的核心观点———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的，这种社会关系

有助于促进经济交易———只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乌兹认为，在一种嵌

入性的交易逻辑中运作的组织网络主要是通过公司间资源的收集、合
作与协调适应等机制来改善企业的经济绩效。但同时，这种网络也会

使经济行为发生偏离，如对网络外的公司实行新信息与机会的屏蔽。
在另一项 关 于 企 业 金 融 资 本 市 场 的 研 究 中，乌 兹 与 吉 里 斯 派

( Uzzi ＆ Gillespie，1999) 采用结构性嵌入的视角，具体分析了嵌入性的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金融产业( 资本市场) 的运作。其研究假设是: 银行

与借贷企业间关系的质量，以及借贷者与银行间的关系网络结构会影

响企业偿债的成本。研究发现，关系的持续度与关系的多样性会影响

资本借贷的成本。在网络层次，那些拥有由嵌入性关系 ( embedded
ties) 与正常关系( arm’s-length ties) 组成的混合型关系网络的企业比

那些仅有单一类型关系网络的企业付出的资本成本更低。
在国内相关研究中，网络主义关于嵌入性与产业关系的研究把考

察产业内企业的经济行为向特定的文化与制度结构嵌入的过程作为重

要内容，并具体分析了嵌入过程中产业内企业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对于

企业自身发展的积极作用。代表性的研究如: 周石生( 2008) 分析了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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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向本土产业集群的嵌入过程。他认为，外资企业社会嵌入的过程可以

划分为四个阶段: ( 1) 外资企业网络与本土企业网络的形成; ( 2) 企业间网

络依赖性加强，信任关系建立，规模效应显现; ( 3) 外资企业网络开始波动

甚至部分瓦解，开始向本土企业延伸; ( 4) 外资企业越来越多进入到本土企

业网络体系，出现融合状态。社会关系的嵌入能够为外资企业提供知识、
信息等有价值的稀缺资源，彼此的互动与信任形成社会资本，降低了交易

成本与组织结构网络化风险，行动者能够在网络中获取各种资源。
网络主义的产业研究还深入分析了嵌入性何以能够对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对产业内企业的发展施加关键性影响。如朱瑜等人( 2008) 曾规

范性地分析了产业网络中社会嵌入的影响机制及其效用。该研究认为，

产业网络是具有互助关系的组织在网络结构中的特定关系形态，组织在

建立和维持产业网络关系时，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的影响，还要考虑社

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即经济行为是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

网络之中的。产业网络的社会嵌入性使得组织双方拥有更多的机会与

利益，并通过规范性的标准，影响双方未来的合作形式与信任关系。基

于社会关系而形成的网络关系结构能使组织间产生信任和依赖，避免网

络下的欺骗行为。因此，产业嵌入性促进了产业网络的延伸与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梳理和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对比出市场主义、制度主义与

网络主义的产业解释范式在一些基本要义上的差别与不同 ( 参见

表 1) 。就最根本的解释机制而言，市场主义、制度主义与网络主义三种

解释范式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政府及其产业政策、社会网络等因素对

于产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表 1: 市场主义、制度主义与网络主义三种范式比较

市场主义 制度主义 网络主义

核心机制 自由市场、竞争 政府及其制度建构 企业网络与社会资本

分析层次 微观分析 宏观分析 中观分析

理论基础 自由主义经济学 规制经济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

治理旨向 产业效率与资源配置 产业升级与竞争优势 机制协调与产业整合

分析优势 适用于分析产业内的
竞争现象

适用于分析产业的规制与
保护政策

适用于分析产业的关联、
联盟、集群、一体化

可能的缺陷 市场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网络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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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自由竞争、利
润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等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建构了对于产业发展的解

释框架。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坚信，只要特定产业内自由竞争等条件

具备，市场机制充分发挥效用，产业发展就能够实现理论上的均衡与最

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与产业发展历史充分反映了市场

主义产业解释范式的特征。在分析层次上，这种解释范式是从个体主

义的层次对产业经济现象展开分析，尤其是通过建构充分竞争的新古

典经济分析模型来论证市场机制对于产业发展的意义。
制度主义范式的产业理论解释则是在与市场主义范式的对话过程

中形成的。和市场主义的解释相对应，在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下，国

家、国家的制度建构、产业政策等是影响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制度

主义范式相信，在具有充分行动能力与理性认知的政府的规划与引导

下，通过积极、有效、合理的产业政策以及相关的制度建构，特定产业的

发展就能有效地克服自由市场可能带来的缺陷，如外部性、机会主义、
搭便车等问题。所以，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实行积极的产业政策是提升

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扩大产业规模，改善产业绩效的有效方法，

甚至是政府引导产业发展的主导机制。这一产业治理论断已经被以日

本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模式所支持。在分析的层次上，和市场主义范式的个体主义分析层次

不同，这种制度主义范式的产业解释是在更为宏观的制度与结构的层

次上进行的。
相对于市场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范式，网络主义范式的理论解释看

到了关系网络作为一种中间机制联结市场与制度的作用，它试图综合

市场主义与制度主义在产业分析上的优势，化解这两种范式在产业解

释上的张力，以形成一种更具综合性、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这一理

论隐含着一个基本预设: 市场机制和制度机制要有效发挥作用，实现产

业的良性治理，还必须借助社会网络机制的重要联结作用，打破市场与

政府( 规制) 的二元对立。无论是市场的产业治理，还是制度的产业治

理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机制失灵”的危险。如果不能有效地处理

好市场和制度对于产业发展发挥作用的方式及程度，就有可能使得产

业发展出现危机，要么是发展停滞，产业衰落，要么是产业的虚假繁荣，

结构失衡，形成泡沫。正是基于这一点，网络主义解释范式相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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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企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能够超越市场与制度的二元对立，通过建

构出一个适度的、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小生境( niche) 或组织生态系统，

即一种内部化的关系互动机制，就能够克服产业发展中市场的外部性

以及制度的非预期后果。
以上三种解释范式从不同的理论预设和视角出发，都有一定的解

释力和分析优势，但也存在自身不可避免的不足: 作为一种应然的解释

逻辑，市场主义范式的解释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思考问题，过分

强调了市场机制的绝对作用。它没有看到，绝对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

在现实产业发展过程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实现产业最优化或均衡的现

实条件并不存在。同时，它无法回避产业发展中市场机制可能存在的

缺陷，过分否定了政府及其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因而极有可能陷入一

种“市场决定论”的窠臼，即在市场与产业发展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直接线性的关系。这种理论范式早已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社会

学的理论所批判。
以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范式的产业分析，强

调了国家及其制度建构、产业政策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对自由市场

产业解释的反动，对产业发展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然而，这种理

论范式似乎跑到了另一个极端，即过分强调了政府及其产业政策的决

定性，把政府的能力与理性过于放大。特别是它无法克服政府积极干

预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外部性，如寻租、腐败、代理、特殊利益集团等

问题。其次，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其社会学传统意义上的“结构”的

倾向十分明显: 一国的产业政策与制度结构对于产业发展具有决定性

的影响。它似乎暗示，只要设定好尽可能充分完善的产业政策及制度，

产业发展最优化的状态就可以直接实现。尽管该理论也强调了社会认

知的重要意义，但这种认知也是建立在已有的制度结构的基础上，建立

在市场主体的充分理性或完全理性的预设基础上，而且最主要都是政

府作为经济引导者的认知。制度主义范式的产业解释，过分强调了政

府作为产业推动主体的作用，而没有看到产业发展过程中，在微观行动

领域里不同行动者间的互动关系，因而它有可能陷入一种“政府决定

论”或“制度决定论”的窘境。
网络主义的产业分析范式，强调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嵌入性的意

义，有一种综合的取向。但正是这种综合的取向与分析框架模糊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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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扮演，更多地强调宏大的社会、制度与文

化结构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网络范式的引入，有可能误导人们对于

产业经济现象的认识与理解，使得人们对于产业发展的解释停留在泛

化的层面上。在特定意义上，这种产业解释范式更多呈现的是产业网

络、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关系的结构，而很难看到政府、市场等主

体或机制的影子。也就是说，网络主义的产业理论体现出更强的结构

刚性( 即无处不在的网络结构) ，没有体现出各产业主体在具体互动过

程中各自的行动与角色扮演。对网络的普遍性、结构独特性、差异性、
工具性等属性的过分强调，使得网络主义的理论范式有可能呈现出一

种“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市场主义、制度主义与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代表了目前学术界关

于产业发展的三种最重要的解释范式。由于它们在具体的理论解释上

存在着较强的差别与张力，这似乎可以给我们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其一，从理论推进的角度而言，这三种理论范式之所以在具体的解

释机制上存在较大的差异，除了基本的理论预设与理论来源的差别之

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解释产业的发展上，它们都采取了一种

相对结构化的处理策略，即它们只是注意到了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三种

不同的结构因素，即市场、制度和网络。并且，它们简单地在市场、制

度、网络与产业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线性关系，似乎特定产业的发展就

是市场、制度、网络等变量的必然产物。它们从根本上都忽略了产业发

展过程中潜藏着某种基于权力关系、权力游戏的行动者间的互动结构

( 李友梅，2009) ，即市场、制度与网络能够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在本

质上还取决于在产业发展的具体行动领域，不同自由行动者之间的权

力关系建构与权力游戏，这构成了推动产业发展与变迁的深层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预见，至少在产业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应该引

入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即基于自由行动者间权力关系及权力游戏的决

策分析范式，它有可能标示着社会学产业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转向。
其二，运用市场主义、制度主义与网络主义的分析范式来理解甚至

指导全球化时空条件下中国的经济与产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使得中国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深刻地卷入到了全

球体系之中。在全球价值链不断细化与分工日益专业化的情况下，如

何推动中国产业，特别是关键产业的良性发展，提升我国产业的全球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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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是一个重要的产业治理课题。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

的产业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应该充分结合市场机制、产业政策或产业

调控以及产业网络等因素的积极作用。政府可以通过理性、有效的产

业政策，在充分发挥自由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产业网络的资源

动员与产业协调整合的功能，来培育和促进关键产业的发展，打造中国

产业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Batjargal，Bat and Mannie M． Liu． 2002．“Entrepreneurs’Access to Private Equity in China: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William Davidson Working Paper ( April) ，No． 453．

Batjargal，Bat． 2003．“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in Russia: A Longitudinal
Study”，Organization Studies 24( 4) :535-556．

Baumol，William J． 1982． “Contestable Markets: An Uprising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 1) :1-15．

Boltho，Andrea． 1985． “Was Japan’s Industrial Policy Successful?”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 9) : 187-201．

Borgatti，Stephen P． and Pacey C． Foster． 2003． “The Network Paradigm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 Review and Typology．”Journal of Management 29( 6) :991-1013．

Burt，Ronald S． 1992． Structure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John L． 1998．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the Role of Ideas in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Society 27( 3) :377-409．

柴盈、何自力． 2006． 论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对现代经济学理性假设的反思［J］． 华中师
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5) ． ［Chai Ying and He Zili． 2006． “Perfect Rationality
and Bounded Rationality———Rethinking the Rationality Hypothesis of Modern Economics．”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 5 ) ． ( in
Chinese) ］

程玉春、夏志强． 2003．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演进及启示 ［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 1) ． ［Cheng Yuchun and Xia Zhiqiang． 2003．“The Evolution of the Western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1) ． ( in Chinese) ］

道宾，弗兰克． 2008a． 打造产业政策: 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 ［Dobbin，Frank． 2008． Forging Industrial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France in the Railway Ag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道宾，弗兰克． 2008b． 经济社会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Dobbin，Frank． 2008． The
Sociology of the Econom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德姆塞茨，哈罗德． 1999． 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 ［M］． 北京: 经济科学
出版社． ［Demsetz，Harold． 1999． Ownership，Control and the Firm: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Demsetz，Harold． 1971．“On the Regulation of Industry: A Repl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9( 2) :356-363．

Doron，Gideon． 1979．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of an Industry: The Cigarette Cas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9( 2) :163-170．

·311·

市场、制度与网络: 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书书书

Dosi，Giovanni and Richard R． Nelson．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Evolutionary Theories in
Economics．”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4) :153-172．

Dosi，Giovanni and Sidney G． Winter． 2000． “Interpreting Economic Change: Evolution，
Structures and Games．”http: / /www． lem． sssup． it /WPLem/ files /2000-08． pdf．

范晓屏． 2007． 社会资本、资源筹措能力与工业园区发展———以浙江工业园区为实证［J］． 科
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3) ． ［Fan Xiaoping ． 2007． “Study on Social Capital，Sourcing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Case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Zhejiang Province．”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 3) ． ( in Chinese) ］

弗雷格斯坦，尼尔． 2008． 市场的结构:21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学 ［M］． 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 ［Fligstein，Neil． 2008．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Twenty-First-Cenury Capitalist Societie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高柏． 2006． 新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比较分析 ［J］． 社会学
研 究 ( 1 ) ． ［Gao Bai． 2006． “Neoliberal versus Classical: Chinese and Japanese
Developmentalisms in Comparison．”Sociological Studies ( 1) ． ( in Chinese) ］

高柏． 2008a．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 1931-1965 年的发展主义 ［M］． 上海: 上海人民
出 版 社． ［Gao Bai． 2008． Economic Ideology and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Developmentalism from 1931 to 1965．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高柏． 2008b．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 ［J］． 社会学研究( 4) ． ［Gao
Bai． 2008． “The Changing Chinese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in Economic Sociology．”Sociological Studies ( 4) ． ( in Chinese) ］

高国顺． 2004． 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之一
［J］．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 ． ［Gao Guoshun． 2004．“An Analysis of Adam
Smith of Economic Growth Factors: A Study of Adam Smith’s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1) ． ( in Chinese) ］

郭京福． 2004． 产业竞争力研究 ［J］． 经济论坛( 14) ． ［Guo Jingfu． 2004． “A Study of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Economic Tribune( 14) ． ( in Chinese) ］

Granovetter，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3) : 481-510．

Granovetter，Mark and Richard Swedberg． 1992．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al Lif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何雄浪、李国平． 2006． 基于分工演进、社会资本的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机理分析 ［J］．
科技管 理 研 究 ( 9 ) ． ［He Xionglang and Li Guoping． 2006． “An Analysis of the
Forming and Developing Mechanisms for Industrial Clusters Based on Evolution of Labor
Division and Social Capital．”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9 ) ． ( in
Chinese) ］

Helper，Susan and Janet Kiehl． 2004． “Developing Supplier Capabilities: Market and Non-
Market Approaches．”Industry and Innovation 11( 1 /2) : 89-107．

Henderson，Vernon． 1997． “Externaliti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http: / /www． huduser． org /periodicals /cityscpe /vol1num1 /ch5． pdf．

胡乐明． 2001． 公共物品与政府的作用［J］． 当代财经( 6) ． ［Hu Leming ． 2001．“Public Goods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Contemporary Finance ＆ Economics( 6) ． ( in Chinese) ］

惠宁． 2006． 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的互动研究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 ．
［Hui Ning． 2006．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Capital and Industrial Cluster．”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2) ． ( in Chinese) ］

Humphrey，John． 2003．“Globalization and Supply Chain Networks: The Auto Industry in Brazil
and India．”Global Networks 3( 2) :121-141．

·411·

社会·2010·6



吉国秀、王伟光． 2006． 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合作机制: 一种基于社会网络的分析 ［J］． 中国
科技论坛( 3) ． ［Ji Guoxiu and Wang Weiguang． 2006． “Industrial Cluster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 Research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3) ． ( in Chinese) ］

贾若祥、刘毅． 2003． 产业竞争力比较研究———以我国东部沿海省市制造业为例［J］． 地理科
学进 展 ( 2 ) ． ［Jia Ruoxiang and Liu Yi． 2003． “A Comparative Study on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 Case Study of Manufacture Industries in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Progress in Geography ( 2) ． ( in Chinese) ］

Jones，S． R． H． 1999．“Government Policy and Industry Structure in New Zealand，1900-1970．”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39( 3) :191-212．

坎贝尔，约翰，等． 2009． 美国经济治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Campbell，J． et al．
2009． Governance of American Econom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Koenig，Thomas and Robert Gogel． 1981． “Interlocking Corporate Directorships as a Social
Network．”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40( 1) :37-50．

Kraemer，Kenneth and Jason Dedrick． 2001． “Creating a Computer Industry Giant: China’s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Outcomes in the 1990s．”http: / / escholarship． org /uc / item/7x26b75s．

Lall，Sanjaya． 1995．“Malaysia: Industrial Success an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7( 5) :759-773．

Lall，Sanjaya． 2004． “Reinventing Industrial Strategy :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olicy in
Building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G-24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 April ) ． United
Nations．

勒布，库尔特． 1999． 施蒂格勒论文精粹［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Leube，Kurt R．
1999． The Essence of Stigle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echner，Christian and Michael Dowling ． 1999．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Regional Networks: The Case of the Biotechnology Region Munich /Martinsried．”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 3) : 309-338．

李桂华． 2005． 经济学理论与产业竞争力 ［J］． 前沿( 4) ． ［Li Guihua． 2005． “Theory of
Economics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Forward Position( 4) ． ( in Chinese) ］

李靖华、郭耀煌． 2001． 国外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演变 ［J］． 人文杂志( 6) ． ［Li Jinghua
and Guo Yaohuang ． 2001．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y Life Cycle Theory in Foreign
Nations．”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6) ． ( in Chinese) ］

李胜兰． 2008． 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企业合作效率研究 ［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 5 ) ． ［Li Shenglan． 2008． “A Research on Social Capital and Cooperativ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Cluster Enterprises．”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5) ． ( in Chinese) ］

李友梅． 2009． 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 ［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Li Youmei．
2009．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y Analysis．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林毅夫、李永军． 2003． 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J］． 管理世界
( 7) ． ［Lin Yifu and Li Yongjun． 2003．“Between Comparative Advantage，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anagement World( 7) ． ( in
Chinese) ］

Lincoln，James R． et al． 1996．“Keiretsu Network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Jap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1) : 67-88．

曼昆． 2001． 经 济 学 ［M］． 北 京: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Mankiw，N． G． 2001．
Economic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Nelson，Richard R． 1995． “Co-Evolu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Technology 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s，and the Making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 2) ．

·511·

市场、制度与网络: 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Neumann，Manfred． 1990．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 34) :562-567．

牛晓帆． 2004．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演化与新发展 ［J］． 经济研究( 3) ． ［Niu Xiaofan． 2004．
“The Evolvement and Lately Development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3) ． ( in Chinese) ］

Nohria，Nitin and Carlos Garcia-Pont． 1991．“Global Strategic Linkages and Industry Structur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 12) :105-124．

Pearson，Robin and David Richardson． 2001．“Business Networking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 :657-679．

Podolny，Joel M． and Karen L． Page． 1998．“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24) :57-76．

盛洪． 1995． 外部性问题和制度创新［J］． 管理世界( 2) ． ［Shenghong． 1995．“Externalitie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Management World( 2) ． ( in Chinese) ］

史忠良． 2007． 新编产业经济学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hi Zhongliang ． 2007．
Industrial Economic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斯蒂格勒，乔治． 1989． 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Stigler，George．
1989．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斯威德伯格，理查德． 2005． 经济社会学原理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ichard
Swedberg ． 2005． Principles of Economic Sociology．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Tuan，Chyau and Linda F． Y． Ng． 1995．“Evolution of Hong Kong’s Electronics Industry under a
Passive Industrial Policy．”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16( 5) :509-523．

Uzzi，Brian． 1996． “The Source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Effect．”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4) :
674-698．

Uzzi，Brian． 1999．“Embeddedness in the Making of Financial Capital: How Social Relations and
Networks Benefit Firms Seeking Financing．”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4) :481-505．

Uzzi，Brian and J． Gillespie． 1999．“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ost of Financial Capital:
An Embeddedness Approach”． in R． Leenders ＆ S． Gabbay ( eds． )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and Liability． Boston，M． A．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Waldman，Don E． and Elizabeth J． Jensen． 2007．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Addison-Wesley Longman．

王国成． 2009． 理性经济行为的实质与科学化演进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 ．
［Wang Guocheng ． 2009．“The Scientificity and Evolution of Rational Economic Behaviors．”
Journal of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 ． ( in Chinese) ］

王秋石． 1997． 宏观经济学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Wang Qiushi． 1997． Macro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王仲君． 2002． 古典市场均衡理论的意义与当代经济学的发展［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
社会 科 学 版) ( 6 ) ． ［Wang Zhongjun． 2002． “The Significance of Classical Market
Equilibrium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Economics Development．”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6) ． ( in Chinese) ］

卫志民． 2002． 20 世纪产业组织理论的演进与最新前沿 ［J］． 国外社会科学( 5) ． ［Wei
Zhimin． 2002．“Evolution and New Frontier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Social Sciences Abroad( 5) ． ( in Chinese) ］

Windolf，Paul and Jurgen Beyer． 1996． “Co-Operative Capitalism: Corporate Networks in

·611·

社会·2010·6



Germany and Britain．”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7( 2) ．
Winter，Sidney G． et al． 2003．“A Baseline Model of Industry Evolution．”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3) :355-383．
夏大慰． 1999． 产业组织与公共政策: 芝加哥学派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9) ． ［Xia Dawei．

1999．“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School．”Foreign Economies and
Management ( 9) ． ( in Chinese) ］

肖兴志、张嫚． 2007． 产业经济学 ［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Xiao Xingzhi and
Zhang Man． 2007． Industrial Economics． Beijing: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Business Press．］

徐传谌、谢地． 2007． 产业经济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Xu Chuanchen and Xie Di． 2007．
Industrial Economics． Beijing: Science Press．］

余晓敏． 2006．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运动: 现象、问题与理论 ［J］． 社会学研究( 3) ． ［Yu
Xiaomin． 2006． “Labor Movement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sues，Questions and
Theories．”Sociological Studies( 3) ． ( in Chinese) ］

张文宏． 2003． 社会资本: 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4) ． ［Zhang Wenhong ．
2003．“Social Capital: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Empirical Studies．”Sociological Studies
( 4) ． ( in Chinese) ］

周石生． 2008．“嵌入型”集群中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发展 ［J］． 中国商界( 8) ． ［Zhou
Shisheng．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Companies and Local Companies in a
Embedded Industrial Cluster．”Business China ( 8) ． ( in Chinese) ］

周耀东． 2000． 市场竞争和政府管制———中国产业组织理论问题的综述 ［J］． 上海经济研究
( 11) ． ［Zhou Yaodong ． 2000．“Market Competition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A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esearches in China．” Shanghai Economic Review ( 11 ) ． ( in
Chinese) ］

周耀东． 2002．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沿革和发展 ［J］． 经济评论( 4) ． ［Zhou Yaodong ． 2002．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Economic
Review( 4) ． ( in Chinese) ］

朱华晟． 2004． 浙江传统产业集群成长的社会网络机制 ［J］． 经济经纬( 3) ． ［Zhu Huasheng ．
2004． “The Social Network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Industry Clustering in Zhejiang
Province．”Economic Survey( 3) ． ( in Chinese) ］

朱瑜，等． 2008． 产业网络中社会嵌入影响机制及其效应研究 ［J］． 科技管理研究( 2) ． ［Zhu
Yu，et al． 2008．“A 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Effects of Social Embeddedness
for Industrial Network．”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 ． ( in Chinese) ］

责任编辑: 田 青

·711·

市场、制度与网络: 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